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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推进”与“制度改革”：比较法

视野下的中国法学教育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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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日本、韩国开展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进行了比较，对中国高等法

学教育长期以来实行的“项目推进”改革方式的动因和效果进行了分析，梳理了“项目推进”改革方式

与近年来日本、韩国法学教育“制度改革”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对不同改革路径进行了要素比较和成

效分析。作者认为，当前开展的司法制度改革、法律职业制度改革为中国法学教育推进制度性改革提

供了契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需要完善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法律职

业结构等各方面。作者认为，日本、韩国开展的法学教育制度改革可以实现教育模式的根本变革，但

是，这种改革方式也需要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实行更为精致和细密的要素配置，制度改革的方式也

蕴藏着高度的风险。因此，为了切实推进中国法学教育的制度改革，迫切需要开展更为扎实的比较法

研究，为从理论上理清高等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准入资格考试、法律职业培训、法律职业选任等各个环

节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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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年，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明克胜先生对中国的法学教育问题发表了“ＴｈｅＲｉｓｅ

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长文，并被翻译为《中国法学教育的潮起潮落》〔２〕，在中国出

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一位域外研究者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从规

模、数量、层次结构方面的快速发展到出现对法学院毕业生质量不尽如人意强烈批评的过程。毫无疑

问，这篇文章是富有启发的，因为作者并没有就法学教育本身的功能和作用立论，而是努力从比较法

的视角，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来寻找中国出现法学教育潮起潮落的成因。尽管明克胜先生的这篇文章

似乎并没有在美国法学教育界和中国法学教育界引发太多的关注和讨论，但却启发了本文的写作。

本文也努力从比较法的视角，从制度构建方面来探究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路径。论文的考察

对象范围限定于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与美国的制度比较，但着力点是观察东亚三国法学教育改

革的不同思路和做法，并努力提炼出值得供中国的法学教育制度改革者和设计者们参考的结论。

一、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动因与改革的路径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特别是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层次和种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恢复高考制度的１９７７年只有

两所半法律系招生，到现在有六百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开展本科法学教育；从７０年代末只有数百名

学生入学，到现在有接近五十万在校生的规模；从当初学位制度尚未建立，到现在形成了比较系统

化的法学学士、硕士（又分为学术性硕士学位和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制度，可以说中国法学教

育确实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潮起澎湃的历史阶段。〔３〕

促使中国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动因，有外在需求和内在特质两个方面。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转

变，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政策的确立，对法律知识、法律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应运而生，这在客观上促

进和刺激了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４〕例如，１９７８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

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立法机关随后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秩序的法律和保障开放的外商投

资性法律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政策的实施，无论是

政策制定、规范创造，还是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企业活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对法律专业人才的急剧需

求，极大地刺激了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规模在短短三十

余年期间，实现了数百倍的增长，也与其内在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上来看，中国以高等法学教

育为主体的法学教育体系，基本上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素质养成型的教育类型，尽管高等法学教育

的毕业生大量进入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法律服务等法律职业领域，但总体上，法律职业的准入和规制

基本上独立于法学教育体系之外，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没有制度上的衔接。２０世纪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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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ｌＭｉｎｚｎｅｒ，“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６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ｌＬ．Ｊ．（２０１３）．

［美］明克胜：《中国法学教育的潮起潮落》，李晓雪、汪婧译，载《法律和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徐显明主编：《中国法学教育状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章、第３章“新中国法学教

育历史发展（一）、（二）”，第２５～８１页。

丁相顺［中国における法学教育の検証———その本質、役割およびその改革］阪大法学第６４巻第６号

（２０１５年）。



高等法学教育以来，对掌握公权力的法官、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等专业性法律职业岗位的准入，并没

有专业教育背景的要求。尽管这些工作本身需要法学专业知识，大批法律院校的毕业生也通过考

试、组织选拔等方式获得这样的专业岗位，从事法律起草、司法审判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工作，但

高等教育并不当然地以培养学生从事相关法律职业为培养目标。同时，高等法学教育培养的学生

在走出校门后从事的职业范围也是千差万别，既可能出入于庙堂，也可能抛头露面于乡野。

高等法学教育的这一特质，表现在法学院校的教学、科研、学术评价甚至改革的路径等诸多方

面。例如，高等法学教育被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环，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都受到教育部门的管制，法

律职业部门很少参与和介入高等法学教育的教学和科研环节。高等法学院校的教学目的，主要是

通过系统讲授的方式来让学生懂得法律知识、法学理论，但很少向学生传授应用法律知识、分析社

会关系、向利害关系人进行说服性表达等实战技能。由于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大都是在高中毕业后

开始学习法学，这意味着法科毕业生在走出校门之际，很可能既缺乏社会经验，也不清楚如何分析

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在人才培养和实务部门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高等法学教育缺少与

法律职业的制度衔接，客观上允许法学院校只要遵循高等教育部门的规制，服从教育行政部门的

指令，即可自在地存在和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也直接促成了高等

法学教育的迅速壮大，并影响了不同学校法学教育的基本格局。２０世纪末以来，高等教育的大规

模扩招，大学之间的合并，都促成了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规模快速扩大和学历教育层次迅速提高。

一些实力强大的理工科类大学新建了一些法律院系，可以在学校的金字招牌下，快速扩张，实现了

跳跃性发展。而由于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一些法学专业教育实力原本非常强大的专业院校（特

别是原来的政法学院）的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情况，部分原本法学专业实力雄厚的专门学校甚

至由于学校管理体制的变化，而无缘开展法学专业的博士生教育。〔５〕

高等法学教育的素质性教育的特质，不仅影响了法学教育的教学模式、科研导向，〔６〕而且影响

了对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高等法学教育恢复之初，学生数量较少，供给不足，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法科学生的就业不存在任何问题。但随着各高校相继开展法学专业、供给

突然扩大，尽管对法科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扩大，迅速下降的法科学生就业率说明中国法学教育

出现了供给过剩的现象。这就必然导致法律职业界对法学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带来便利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法律服务业的岗位需求；国

际法学教育市场的竞争，大量的优秀学生奔赴海外就读，也给中国法学教育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为此，中国法学教育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改革。２０世纪末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开展了几项重要的改

革：例如，１９９６年建立和实施研究生层面的法律硕士教育，吸收了职业教育的一些元素，在管理体

制上引入了法律职业部门参与，力图实行更加注重实务的职业养成教育；１９９７年建立高等法学教

育专业指导委员会，统一法学本科专业设置，确立本科核心课程，实行“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规

格；２０１１年底，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

见”，通过国家干预的形式，圈定重点投入院校，重点投入，使其做大做强，促成法学教育界与理论

界的互动，以培养法科学生的实务能力。〔７〕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法学教育改革并没有在根本上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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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部分政府院校被下放到地方省级教育部门管理，从而客观上降低

了这些学校法学专业教育的评价，有些学校甚至由于体制的变化，而在法学博士点评审中落第。

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载《法学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关于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中国法学教育界多有讨论。比较全面的介绍见张文显主编：《中国法

学教育年刊》，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创刊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改变中国法学教育的特质和格局，改革基本上采用了高等教育界惯常使用的“项目推进”的方式，

对法学教育改革的效果评价也大都在高等教育的格局下展开。

有意思的是，在法治传统（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法律形式（成文法为主）、法学教育模式

（素质养成型为主）方面与中国有很多相似性的日本、韩国也在２１世纪初开展了法学教育改革，并

且在制度层面上，两个国家都借鉴了美国的职业型法学教育模式，但是，三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

却表现得截然不同。因此，对日本、韩国借鉴美国法学院改革的制度改革进行比较研究，才更具有

意义。

二、日本、韩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日本、韩国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日、韩两国进行了各方面

的改革，其中，司法制度、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法学教育制度改革是其重要内容。〔８〕

（一）日本的法科大学院制度改革 〔９〕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不振，同时，在国际上面临着更多的外来压力，特别是来自美

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政治、经济、法律体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出台

了一些放松管制、强化市场竞争的措施。为了强化放松管制条件下的司法救济措施，日本在１９９９

年６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期间，由内阁设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专门讨论司法改革议题，并且提

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１０〕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借鉴美国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法学教育体

制，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制度性衔接，建立包括大学高等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司法研修在内的过程养成机制，以增加法律职业人员数量，提高其职业能力。

１．改革的基本理念。建立法律职业养成“过程培养”的理念，改革原来单纯依靠“司法考试选

拔”“司法研修所研修”这样以“点”选任法律职业人员的模式，通过建立研究生层面的法科大学院，

切实培养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建立和形成“过程养成”的法律职业 〔１１〕养成模式。

改革前的日本法学教育制度主要是以四年制本科教育为主，与法律职业无直接联系，毕业生

大都从事法律职业以外的工作。要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参加与大学法学教育没有直接制度衔接，

且竞争淘汰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再在司法研修所中参加一定时期的研修，才能正式成为法

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由于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家的养成没有直接联系，主要着眼于法学基

础知识的传授，因此，这种模式难以对有志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和将来要从事一般工作的学生实

行一体化教育。大学法学部中开设的法学课程对想从事一般社会工作的学生来说，程度过高；而

对于欲成为法律职业家的学生来说，教学内容又十分不足。在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法律职业资

·８４·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８〕

〔９〕

〔１０〕

〔１１〕

关于法科大学院与司法制度改革比较集中的讨论，参见角紀代恵、新美育文、鎌田薫　など『ロースクー

ルを考える２１世紀の法曹養成と法学教育］〔成文堂、２００２年３月初版〕。

“大学院”一词为日语汉字，相当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院”。本文为了突出该制度的日本特色和

保持与原研究成果中用语的一致性，保留原文用语。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可以参见《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对于该意见书的翻译文

本，可以参见《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丁相顺译，载《东亚司法制度改革比较研究———以司法的“践行

者”为中心》，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译：《支撑２１世纪日本的司法制

度：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中文、日文、英文对照）》，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一版。

日文中的法律职业是指“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但上述法律职业被视为具有完全职业能力的

法律职业，除此职务，还存在着大量的“邻接法律职业”，包括司法书士、行政书士、税理士等。



格的前提下，为了能够通过难度极大的司法考试，大多数考生除了接受大学里的法学教育，同时还

在讲授司法考试技巧的补习班中补习，或者干脆放弃接受大学的法学专业教育，而专注于补习班

的应试教育。对于这种所谓的“双学校”现象，大多数日本学者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严重妨

碍了法律人才的能力提高，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１２〕很多法学教授和法律家提出，要改变

依靠司法考试这样一个“点”选任法律职业的模式，建立包括正规的法学教育在内的、由多个环节

组成的“过程”法律职业培养选任模式。其中，有人就提出了借鉴美国法学教育模式，建立以大学

法学教育为重心培养、选拔法律人才的观点。〔１３〕１９９９年６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日本内阁设立的“司

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发布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也提出，要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

法考试、司法研修相结合的法律人才选任模式。

２．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是新的法律职业养成机制的核心，其主要建立在开设法学部的大

学之中（只有一所由律师协会建立的专门法科大学院“大宫法科大学院”，后来破产合并），但是，其

设置独立于法学部和法学研究科。这种独立性表现在法科大学院的机构独立、设施独立、财政独

立、师资独立等方面。２００４年，日本开设了６８所法科大学院，２００５年又增加了６所，共设置了７４

所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是专业型研究生教育，主要面向法学本科生和非法学本科生。其中，

对法学本科生，要进行法学水平测试，通过测试的考生，可以在两年完成学业。对于没有通过测试

的法学本科生和非法学本科生，学制三年。进入法科大学院，需要通过由大学考试中心或者全国

律师协会举办的适应性考试（与美国法学院入学适应考试“ＬＳＡＴ”类似，２０１０年大学考试中心的

适应性考试被自主取消），并且通过各个学校举办的个别考试和面试。法科大学院的目的是培养

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因此，课程设置有别于本科法学部教育和法学研究科教育，主要以课程板块

为主，并且强调开展法律适用的实务教育。为了确保实务教师的质量，法科大学院专任教师中的

实务师资比例至少要达到２０％。为此，日本国会还通过了专门的法律，以向法科大学院中派遣法

官、检察官。〔１４〕

３．法科大学院与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的衔接。在新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之下，法科大学院

制度与司法考试制度的关系是关键。为了建立法科大学院与司法考试的制度衔接，日本国会通

过了《法科大学院与司法考试相衔接的法律》，修改了《司法考试法》，并在首批二年制法科大学

院学生毕业之际，开始实施面向法科大学院毕业生的新司法考试。自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１年，新司

法考试与旧的任何人都可以报考的司法考试制度并行，但旧司法考试的录取人数逐步减少，最

后完全为新司法考试制度所取代。同时，为了保证没有完成法科大学院学业的社会人士也有参

加司法考试的机会，旧制度被取消后，建立了为取得参加新司法考试资格的“预备考试”，预备考

试合格者被视为具有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水平，可以报考新司法考试。但是，作为取得参加新司

法考试资格的考试，预备考试的合格人数极少，但报名数量众多，考试的竞争极其激烈，合格率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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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法曹养成会”召集人田中成明教授的发言，［法科大学院時代の法学教育］，（日）

［ジュリスト］，１２６２号，第１１３頁，２００４年。

１９９８年２月，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日本律师柳田幸男发表了《日本的新型法曹养成体系

（上、下）》论文，文章在对日美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美国式的研究生层次的法学教育机构

的设想。柳田幸男［日本の新しい法曹養成システム（上）（下）］，（日）［ジュリスト］，１１２７号、１１２８号，１９９８年。

关于派遣日本在职法官、检察官到法科大学院任教的情况，见北川清［実務家教員の法科大学院の取り

組み（１）裁判官］、奥村丈ニ［実務家教員の法科大学院の取り組み（２）検事］，［法曹制度をめぐる改革の現状］，［法

律のひろば］，２００４年１１号、第１０頁から１５頁。



每年仅为３％左右。〔１５〕从理论上，这样较低的合格率设计，也是为了防止预备考试对法科大学院

为主体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造成冲击。

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参加司法考试合格以后，并不能直接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而必须参加由最

高法院下设的司法研修所组织开展的研修。在日本法律职业养成体系中，二战后建立的统一司法

研修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培养法律职业技能的重要方式，在新的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以前，研修年限

曾经为两年和一年半。在法科大学院和新的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实务训练的部分内容由

法科大学院承担，因此，司法研修的时间相应缩短为一年。

４．以法科大学院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养成模式的成效。以“法科大学院”制度的建立为标志，日

本的法学教育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制度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也受到了各种要素的制约，目前，对以

法科大学院为中心的新型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新型法曹养成制度改革的积极评价包括：第一，在新型的法律职业养成模式下，法学教育的重

心从知识传授、法学研究向法律职业人才教育转变，更多的法科大学院开始重视以培养学生分析、

书面和口头表达、批判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职业技能教育，强调体验式教育的法律诊所、法律技

能课程得到了大规模发展。第二，法科大学院招收本科为非法学专业学生入学，使法科学生的知

识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从而有利于培养复合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第三，法科大学院的教学

队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会通过了《向法科大学院派遣法官、检察官的法律》，以及日本律

师协会对法科大学院教育提供了人员支持，有经验的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得以进入法科大学院，开

展法律实务教育。法科大学院制度的建立，为有经验的法律职业人员转型为专职的法学教授，或

者兼职在法科大学院任课提供了制度根据，从而在师资结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为法律实务

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１６〕

但是，由于新的养成制度在实施之初，一些要素的不当配置，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第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配套改革没有有效衔接，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了法科大学院开展有效的实

务教育。日本建立新型法律职业养成制度之初，设定了大规模增加法律职业人员数量的目标（从

１０００人左右提高到３０００人），但由于律师界、法务省等实务界的反对，这一目标从未实现。从而

导致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出口过小，合格率过低。第二，在建立法科大学院之初，原来开展本科

法学教育的各个大学申报过多，在当时实行“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主管高等教育的文部科学省

没有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基本上批准了所有学校的办学申请，法科大学院的总数达到７４所，尽管

对各个学校的招生数量实行员额限制，但由于学校总数过多，每年毕业生数量庞大，从而导致每年

参加司法考试（新司法考试）的人数过大，入口太大，造成大部分学生即使完成了法科大学院的教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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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２０１１年，日本举办了首次预备考试。当年有８９７１人报考，最终有１１６人合格，取得了参加新司法考试

的资格。２０１２年，有９１１８名考生报考了预备考试，有２１９名考生合格，合格率为２．４％；２０１３年有１１２５５名考生

报考，有３５１名考生合格，合格率为３．１％；２０１４年有１２６２２名考生报考，最终合格者为３５６名，合格率为２．８％；

２０１５年有１２５４３名考生报考，最终合格者为３９４名，合格率为３．１％。参见日本法务省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

ｊｐ／ｊｉｎｊｉ／ｓｈｉｈｏｕｓｈｉｋｅｎ／ｊｉｎｊｉ０７＿０００２７．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０５ １１）。

关于法科大学院的制度和效果评价，中文学术文献也有所涉及，其中包括：［日］铃木贤：《走到十字路

口的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载《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肖萍：《日本设立法科大学院的背景、效果及问题浅析》，载

《日本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丁相顺：《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与“临床法学教育”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３年

第３期；陈惠馨主编：《法学专业教育制度比较———以法学教育改革为中心》，台北政大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初版，其中收

录的日本学者村中孝史：《法科大学院设置后之法学教育现状与课题》，纸野健二：《日本法科大学院认证评鉴制度

之诸问题》等文章提供了日本法科大学院运营的一些基本信息。



育，但仍然无法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１７〕第三，各个学校为了开设法科大学院，筹资

兴建了新的建筑设施，延揽了具有实务经验的教师，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投入，为了转移财政负

担，不得不对法科大学院学生征收高额的学费，学生们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背负了高额的借贷，

从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第四，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法科大学院以开展实务教育、提高未来法

律职业者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但实际上，无论对于法科大学院还是学生来说，通过合格率极低（从

接近５０％降到２０％左右）的司法考试才是要务，法科大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沦落为考生准备司法考

试的专门学校，从而背离了“过程养成”法律职业的制度理念。第五，由于司法考试的合格率过低，

而且限制每名考生的报考次数（五年内只能报考三次），很多法科大学院学生即使再努力，仍然无

法通过考试，因此，为了回避这一风险，学生不再报考法科大学院。很多法科大学院由于无生可

招，而被迫关门或者转型。目前，已经有三十余所法科大学院宣布停止招生。

（二）韩国的法学专门大学院制度改革

韩国的制度改革背景与日本有相似性，同样包括国际压力和国内改革两方面。韩国在２０世

纪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从而对司法救济能力、法律职业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贸易的发

展和全球化也对韩国历届民选政府提出了很多挑战，而改革司法制度、完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提

高法律职业能力，也是韩国应对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内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金泳三总统设立了专门

委员会，提出了应对国际化的举措，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司法考试合格者人数从每年３００人

提高１０００人。

在韩国进行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的时候，其效仿的对象是美国的法学院教育（部分原因是

二战后，韩国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包括很多留学美国的韩国教授的影响）。当韩国开始讨论进行

改革的时候，正赶上日本开展法科大学院改革，而且日本、韩国两国法学教育界进行了密切的交

流，很多参与法科大学院制度创设的日本学者对韩国的改革提供了很多咨询意见。〔１８〕在制度设计

上，韩国有意识地回避了日本制度改革的一些弊端。因此，尽管日本、韩国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

革基本方向一致（借鉴美国的法律职业过程养成的目标和理念、建立研究生层次的职业化教育、实

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制度衔接），但是，在具体做法上，韩国的制度设计与日本

多有不同。

１．“过程养成”的理念与新型法律职业养成制度的框架

由于长期受日本殖民的影响，韩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职业养成制度基本上与日本一致，法律

职业养成与法学教育没有直接制度联系，通过合格率极低的司法考试和统一研修的方式来培养法

律职业。但这样一种模式在２１世纪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韩国政府于２００７年批准了２５所高水平法

学教育机构建立研究生层次的“法学专门大学院”，培养法律职业技能，并随之对法律职业选任制

度进行改革，建立只有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才能报考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１９〕韩国的法律

职业养成制度改革，不仅建立了职业资格考试与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制度衔接，甚至改变了法律职

业结构，律师资格（包括接受私人委托的执业律师和为政府公权力服务的政府律师和检察官）是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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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日］宫泽节生：《日本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进展与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第

５版。

很多参与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创设的日本教授，包括原早稻田大学教授宫泽节生等，曾多次应韩国方面

的邀请，就韩国的法学教育制度改革提出建议。参见二宮周平［中国　韓国における臨床法学教育の展開と日本

の課題］、［法曹養成と臨床教育］、２０１０年Ｎｏ．３、臨床法学教育学会編集、日本加除出版、２０１０年。

ＣｈａｎｇＲｏｋＫｉ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ｏｒｅａ”，２４Ｗｉｓ．ＩｎｔｌＬ．Ｊ．２４３，２４５（２００６）．



律职业的起点，声誉良好的律师在执业若干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方可成为法官。通过上述制

度变革，韩国建立了由大学本科教育、法学专门大学院、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从声誉良好的律师中

选任法官的过程性法律职业选任模式。在韩国新的法律职业养成模式下，法学专门大学院是核

心，通过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垄断律师职业资格报考的方式，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制度

衔接。〔２０〕

２．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开设和运营

法学专门大学院是研究生层面的法律职业教育机构，设立法学专门大学院需要经过教育部门

的批准。吸取了日本批准了过多法科大学院的教训，韩国对设立法学专门大学院实行严格的数量

限制。教育部在考虑总量、各个申报学校的声誉和水平、地域平衡等要素的基础上，最终允许２５

所大学设立法学专门大学院，其中有１５所分布在首尔地区，其他１０所分布在全国地方。而且每个

学校的招生数量实行总量限制，每年入学人数被限定在２０００名以内。允许开设法学专门大学院

的学校不得继续开展法学本科教育，而没有开设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学校则允许继续开展本科或者

其他形式的研究生层面法学教育，但其毕业生不得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法学专门大学院的设立和运行，由教育主管部门设立专门法学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学专

门大学院在师资构成、设施、课程设置、学分分配等方面需要达到由专门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指标。

特别是，法学专门大学院需要雇佣一定比例的专职实务教授，开设包括法律检索，撰写判决文书、

诉状、辩护文书等法律文书的写作课程，模拟法庭，实习课程等实务技能养成课程。

由于韩国法学教育格局中仍然存在着本科等其他教育形式，因此，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学生来

源包括法学本科毕业生和非法学专业毕业生。但与日本不同，韩国在学制上没有对法学本科毕业

学生和非法学本科背景的学生进行区别对待，一律实行三年学制。与日本的做法相同，学生进入

法学专门大学院前，需要参加法学适应性考试（Ｌａ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ＬＥＥＴ）和外语能

力考试，并达到一定的分数。在此基础上，各个招生学校组织单独考试来招收学生，并可以对考生

的法律知识水平进行测试。为了确保法学专门大学院学生构成的多样性，韩国教育部规定在非法

学领域取得学士学位的人员比重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还要确保本校以外考生的比例达到三分之

一以上。

３．法律职业制度改革与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制度衔接

韩国建立法学专门大学院制度以后，对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和法律职业选任制度也做了改

革。２００８年，国会通过的《律师考试法》规定了新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框架：自２０１２年开始出现

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后，建立专门面向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同时，旧的

面向所有人的司法考试制度仍然存续，两种考试方式并存至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７年以后，律师资格考试

制度成为唯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新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每年实施一次，考生在法学专门

大学院毕业后最多可以在五年内参加五次考试。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不同于司法考试制度，在考试

的准入和效力方面都有别于司法考试。只有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方能够报考，从而建立了司法

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衔接；同时，考试合格者只能担任律师和检察官，而不能成为法官。在新的法律

职业资格选任制度建立后，司法研修制度不再实施。２０１２年，韩国首次出现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

生，同年举办了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全国有１６６５名考生参加了考试，其合格人数达到了１４５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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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关于韩国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内容，参见［韩］崔润哲：《韩国的法学教育及律师资格考试改革》，载《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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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格率高达８７．１５％。此后，每年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合格人数至少达到１７００人，合格率为

８０％左右。但即使在建立新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以后，旧的司法考试制度仍然维系到２０１６年，司

法考试合格者仍然要参加为期两年的司法研修，方可获得法律职业资格。在新的面向法学专门大

学院毕业生的律师资格考试和旧的司法考试制度并行期间，旧司法考试的合格人数逐年减少，到

２０１７年，则被完全取消。〔２１〕

４．新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的成效

由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发生在日本改革之后，而且很认真地对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比较和观

察，因此，韩国在处理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上表现得更加彻底。首先，在批准设立法学专门大学

院的数量方面，韩国实行总量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入口口径；其

次，对于设立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学校，不得继续开展法学本科教育，从而比较彻底地割断了与旧法

学教育的联系；第三，韩国的法学专门大学院制度与法律职业资格的制度衔接，不仅表现在将考试

资格限定在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方面，而且改革了法律职业资格的效力，将过去的司法资格考

试修改为律师资格考试。

从总体上看，韩国法学教育制度改革没有步日本改革的后尘，对改革效果的评价总体上比较

正面。但是，在改革以前，韩国每年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律职业的人数不超过１０００人，且一部分

合格者直接进入法官职业，而新制度建立以后，每年通过律师资格的人数接近２０００人。每年有大

量的新人进入律师队伍，从而给法律服务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２０１５年，韩国律师总数达到了

２万人。韩国花了一百年，使律师人数增加到１万人；但仅仅用了８年时间，律师的人数就增加到

了２万人。其中，自２０１２年开始，每年有超过１５００名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进入律师职业队伍，

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５年四年间达到６１０４名。随着律师人数的快速增加，律师人均办理案件数量急剧下

降。１９９０年，韩国律师人均办理案件的数量为５５．７件，而在２０１３年则减少一半，降为２４件。由

于大量新律师进入法律服务业，给律师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律师收入急剧降低，甚至出现了一

些年轻律师无法就业的极端情况。而且，由于每年有资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法学专门大学院学

生不断累积增加，客观上造成了律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合格率逐步降低，这也给在校的法学专门大

学院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出现了重视考试、而不是重视实务能力训练的倾向。〔２２〕

（三）继受与变异：中、日、韩三国的改革与美国职业养成制度的比较

日韩两国进行法学教育制度改革，发生的时间并不相同，其结果也不一样。从制度结果上来

看，韩国更加接近美国法学院制度，但程度上也不尽相同。下面将循着从共通性到差异性的路径

进行比较考察。

１．日、韩两国继受美国法学院制度的共通点

两国自２０世纪末以来，纷纷宣扬借鉴或者继受美国法学院Ｊ．Ｄ．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尽管

继受美国法学院制度的方式、进程、内容、效果评价都有所不同，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国的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法学院教育具有某种共同基础。特别是强调招收具有多元背景、对比较成熟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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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但是，由于参加法学专门大学院学习要有大量的学费投入（１亿韩元，约８７８００美元），为了防止因为经

济因素而造成的法律职业准入不平等，韩国也出现了要求延长旧司法考试的建议。这种建议甚至被提交到国会，

但是，延长司法考试的建议受到了法学专门大学院学生的激烈反对，２０１５年底甚至出现了首尔大学法学专门大学

院学生退学抵制延长旧司法考试的情况。

［韩］文在完：《法律职业供给过剩时代下的韩国法学教育改革》，高春杰编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

年４月６日，第５版。



的学生进行研究生层次的法律实务教育这一点，更是体现了美国制度的元素。

第一，在招生方式上，日本、韩国基本上采取了美国的方式，通过测试考生的逻辑分析、表达能

力，并结合各个学校的自主考察来决定学生的录取。无论是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

心”举办的法科大学院适应性考试（ＤＮＣ适应性考试）、“日本律师协会总会研究财团”举办的入学

适应性考试（ＪＬＦ适应性考试），还是韩国法学适应性考试 （Ｌａ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ＬＥＥＴ），基本上与美国的做法相同。

第二，在培养的内容和方式方面，均强调培养“法律职业人”，强调实务能力的训练和确保实务

教员比例。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均要求开设一定的法律实践课程，强调对学生分析法律问题、适

用法律能力和表达沟通能力的培养。为了确保法科大学院的师资来源，日本《法科大学院教育与

司法考试协调的法律》第３条第４款规定“国家要制定、实施法科大学院教育的相关政策，并采取必

要的法律、财政上的措施以实施这些政策”，２００３年通过的《向法科大学院派遣法官、检察官以及其

他一般性国家公务员的法律》规定：“在法科大学院提出申请，经过法官、检察官同意的基础上，应

当派遣法官、检察官到法科大学院担任教员……，在法官受派遣担任法科大学院教师期间，其报酬

不得减少，检察官的薪金收入要与其从事的实际教学工作相一致。”此外，各地律师协会也有义务

协助法科大学院开设实务课程，并且允许兼任法科大学院课程的律师继续从事律师业务。法律职

业界的参与和国家的强力支持，确保了法科大学院能够吸引优秀的具有实务经验的教师加盟，提

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在教学方式上，法科大学院强调的是应用型的教育方式，例如按照学科群开

设课程，强调小班授课，增加实务教学比例等。按照韩国２００７年国会通过的《法学专门大学院法》

和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法学专门大学院法施行令》的规定：开设符合专业教育理念和宗旨的法律职业

培养科目，必修课程有法理、对国内外法令及判例情报等法律情报进行调查检索的课程，撰写判决

文书、诉状、辩护文书等法律文书的写作课程，模拟法庭，实习课程等。〔２３〕

第三，最重要的相同点表现在毕业生享有垄断法律职业考试报名资格的特权。法科大学院和

法学专门大学院制度的最大相同点在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限制报名资格，赋予新型教育机构的

毕业生参加报名考试的特权。这一点与美国法律职业养成制度完全一致，也是直接影响日本、韩

国法科大学院制度成效的关键。

２．日韩两国固有教育体系与继受的新制度

日本、韩国建立专业型法学教育机构的重要出发点是由于过去的教育形式无法对未来的法律

职业者开展充分的教育。〔２４〕但由于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仍然存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体系，因此，

包括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在内的固有法学教育体系与继受制度之间的比较，就成为观察

继受制度与固有制度如何整合的最好视角。

应该看到，在处理新设的法学教育机构与固有的法学教育体系问题上，日韩两国的做法并不

相同。日本法科大学院在制度上划清了与固有法学教育的界限，但存在着机构设置、师资等方面

的联系；韩国则完全划清了法科大学院与固有法学教育之间的界限。日本法科大学院在机构、设

施、师资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独立于固有的法学教育体系，但原有的法学教育机构的教师可以在新

机构中兼职任课，旧的法学教育的影子在新的法学教育体系中仍有体现。并且，日本批准了几乎

所有学校的申请，在这些法科大学院中，传统的法学教育与新型的法科大学院教育并存。在这方

面，韩国采取的措施最为彻底。韩国规定，新设立法学专门大学院的２５所大学不得开设法律本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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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门大学院法》第２０条第１项；《法学专门大学院法施行令》第１３条。

棚瀬孝雄［法科大学院構想と法社会学教育］，［法律時報］、２０００年７２巻４号。



科，集中精力进行培养法律职业家的新型教学。而没有获准设立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大多数固有法

学教育机构则仍然可以开展传统法学教育。

３．中国的法律硕士制度与日本、韩国制度改革的比较

事实上，中国在２０世纪末也曾经借鉴美国法学教育制度，建立了法律硕士教育项目。如果

说，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以美国的法律职业教育为模板，进行了以大学法学教育为中心、

强调实务教育和参与法律职业养成过程改革的话，那么，日本、韩国采取了制度变革的方式，而中

国则是在旧制度中添加了新的培养类型，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有学者曾经对比中国的

法律硕士、日本的法科大学院以及韩国的法学专门大学院制度改革，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法学

教育出现了变化，日本发生了改革，韩国的法学教育界则进行了革命。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性改革的关键要素

　　通过与日本、韩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由于采取的是“项目推进”的改革路径，

中国的法学教育改革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尽管近年来，司法实务界开始参与法律职业养

成，但法学教育依附于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大多是在法学教

育、高等教育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缺乏与法律职业之间的制度衔接，没有形成过程养成的制度理

念。因此，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制度设计的基本环节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日本、韩国的不同

做法，可以从理论上，探索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新路径。

１．过程养成的理念与制度设计

日本、韩国发生的法学教育改革，说明高等法学教育直接参与法律职业养成过程是可能的。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制度上实现了高等本科教育（包括法学教育和非法学教育）、研究生层面

的新型法学教育机构（法科大学院和法学专门大学院）、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职业资格选任（成为法

官、检察官、律师；或者先成为检察官、律师，然后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过程养成。过程养成的理

念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一般做法，应该说，这也是东亚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

２．制度改革与顶层设计

日本、韩国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是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推进改革的前提是法

律界与社会各界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和推进。日本的法科大学院制度

由《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加以确立，然后，国会先后通过了《法科大学院法》《向法科大学院

派遣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等，正式确立了这项制度。韩国的改革也大致遵循了这样的路径。２００７

年，韩国国会通过了“有关法律专门大学院设置及运行的法律”（《法学专门大学院法》），建立专门

培养法律职业的法学专门大学院以及进行法律职业选拔考试制度改革。２００９年５月，韩国国会通

过了《律师法》，该法与法学专门大学院改革相适应，规定了只有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才有资格

报考律师资格考试，与法学专门大学院的教育课程进行有机衔接，并且规定了考生的应试次数。

３．关键要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的制度衔接

在过程养成法律职业的改革中，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非常关键。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实

行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垄断法律职业资格报考的做法，这种做法一方面建立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

的制度衔接；但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法律职业合格人数的话，也可能会给新的法律职业教育带来巨

大的冲击，日本法科大学院制度实施的效果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４．制度的要素配置与成效评价

世纪之交，东亚各国新制度的建立都是本国自主选择的结果。评价法律人才养成制度改革的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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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并不取决于是否在制度要素上与继受对象完全一致，而取决于制度设计者建立该制度的目

标和要实现的功能。评价制度借鉴的成效，根本还在于是否实现了，或者是否能够实现当时设定的

理念和目标。因此，效果的评价必须对照制度设计方案，从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两方面加以观察。

从制度构成上看，韩国的法学专门大学院最接近美国法学院制度。日本的法科大学院制度在

关键性要素方面也与美国法学院制度一致，基本上划清了新型法学教育机构与传统法学教育机构

的界限，由国家制定法律确保法科大学院所需要的师资来源也表明了政府建立新型法学教育制度

的决心。这样，尽管两国都宣称借鉴美国法学院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的形态不同，两个国家在实

现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方式和方法方面也大不一样。通过借鉴外国制度而要实现的目

标效果因为制度构成要素的不同而发生了实质性转向。

尽管日本的法科大学院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负面的评价，甚至有些地方法科大学院

还出现了倒闭，一些极端的学者批判法科大学院制度失败，等等；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日本、韩

国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新的制度，在实施这一制度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但建立以新

型法律职业教育机构为核心的过程养成模式，这一基本制度框架则不会轻易发生逆转。〔２５〕事实

上，在东京等一些大城市的优秀法科大学院，入学竞争仍然十分激烈，还有一些学者和实务界人士

对法科大学院和以此为中心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进行了肯定。甚至有些学者分析，经过一定阶段

优胜劣汰、市场竞争原理的作用，日本法科大学院的数量会稳定在３０—４０所左右，从而进入良性

发展轨道，真正实现法律职业人才的过程养成目标。

四、“顶层设计”与中国法学教育的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经过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较为完整的层次体

系。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要，无法满足中国法治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依赖“项目推进”的自我

改革方式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学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

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包括《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关于完善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关于建立法

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关于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意

见》等一系列关于司法制度、法律职业改革的文件。“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执法、司法主体队伍建

设是推进法治的关键要素，法律职业建设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性要素。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涉及法律职业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法学教育、法律职业

资格准入、法律职业结构等各个方面。法律职业养成制度在法治系统中处于基础性环节，法律职

业资格准入事关法学教育的走向和法律职业队伍的素养，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为中心，建构

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法律职业身份保障的良性循环关系极为重要。〔２６〕从依法治国、法律

职业、法律职业养成之间的关系上着眼，从改革法学教育结构、完善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建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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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相顺：《法治系统中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以司法考试制度为中心》，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

中的工程》第７卷第２期，２０１５年６月。



合理的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关系方面着手，进行系统化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有助

于建设适应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依法治国需要的法治专门队伍。

没有一个法律人才养成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韩国都在进行法律人才养

成制度改革。日本和韩国的制度改革颠覆了固有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养成体制，需要巨大的人

力、物力投入，需要法学教育机构、法学教授、法律职业者甚至法科学生的协作，改革蕴含着高度的

风险。可见，非具有一定的压力需求和巨大的勇气的话，无以发动这样的改革，没有一定的社会动

员也无法落实和实行各项改革措施。〔２７〕日本、韩国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是在司法改革的大背

景下发生的，推进改革的前提是法律界与社会各界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

认和推进，是一种“顶层设计”的模式。中国的执政党通过的一系列司法制度、法律职业资格改革

文件，确立和形成了自上而下进行法律职业结构和养成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态势和改革方向。

法学教育作为法律职业养成中的关键环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机遇。

日本比较法学者戒能通厚教授指出，“如何养成一国的法律实务家这一问题，这与人们希望法

律实务家发挥何种作用相关，与此相关，大学并不能承担法学教育的全部”〔２８〕。比较法研究的结论

说明，法律人才的改革是一个系统过程，制度改革的设计要具有全局性的眼光，要将人才培养、人

才选拔、职业录用和身份保障等问题放在整体过程中来加以考虑。日本、韩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新

制度的设计是否达到效果，主要取决于各种要素的有效配置。特别是新制度下各种要素的有效摄

取，以及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有效协调。

在推进过程养成法律职业的改革中，新型教育体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法律职业结构改

革非常关键。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实行法科（法学专门）大学院毕业生垄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

名的做法，这种做法一方面建立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制度衔接；但另一方面，如果严格限制法

律职业合格人数，或者控制不好新型法学教育机构规模，也可能会给新的法律职业养成制度带来

巨大的冲击。由于日本法科大学院的规模过大，而司法考试的合格人数过少，改革措施不配套，严

重冲击了改革的效果，不但没有克服旧制度下考生“长于考试、弱于能力训练”的弊端，而且带来了

新的问题———学生视通过考试为“第一要务”，而非重视职业能力养成。尽管韩国吸取了日本的教

训，法学专门大学院制度采取了更为坚决的做法，不允许法学专门大学院继续保留本科法学教育

机构，划清了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界限，并且严格限制法学专门大学院的数量、分布和招生规

模。但是，由于法律服务市场对突然增加的律师队伍准备不足，法律职业的声誉和信誉随着律师

考试合格人数增加而急剧下降，并且反过来冲击法学专门大学院的实务教学。

《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提出了通过建立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扩大

法律职业范围，加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改革思路。可以说，这是一个与日本、韩国明显不

同的改革方向。这一改革思路从改革法律职业结构着手，以法律职业改革引领法律职业准入、法

律职业养成法学教育改革，这样的改革路径更加大胆、更加超前。通过对日本、韩国的改革经验、

教训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样的改革进路也意味着需要更大范围的制度要素整合，更加完善的顶

层制度设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多个角度来深入观察认识日本、韩国的法学教育改革，探讨中

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养成制度改革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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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相顺：“项目推进”与“制度改革”：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法学教育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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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相顺：《比较法视野下的东亚法律人才养成制度改革》，载《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７页。

戒能通厚［法学教育における法概念の変容と基礎法学の任務］，［法律時報］、２０００年７２巻４号。


